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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环境污染的风险感知与

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应对

———基于垃圾焚烧项目的实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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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垃圾焚烧项目近年来屡屡引发群体性事件， 文章就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及舆情应对策略

展开调研， 指出： 垃圾焚烧项目与癌症发病率的无依据联想放大了居民的风险感知； 对项目的 “禁言” 让

公众的风险感知得以非理性地放大， 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 污染项目的过度集中累积了居民的无奈、

无助和愤怒； 微信群的使用使抗议活动更易组织、 愤怒情绪更快传播； 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和 “一闹就管

用” 的强化对同类项目具有示范效应。 文章提出舆情应对应慎用警力， 摒弃 “王婆卖瓜” 式的风险沟通

模式， 及时让公众感受到环境的改善和政府整治环境的努力， 充分利用居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热情和智

慧， 促进公众对项目风险的理性感知。 研究对完善社会沟通机制、 促进民生项目的顺利实施具有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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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 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临时聚合形成的偶合群体， 为争

取和维护自身利益， 或表达诉求和主张， 或为发泄不满而制造影响， 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

负面效果的事件。 近年来， 因环境污染 （包括潜在污染和显在污染） 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趋于多发、
高发态势。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公众的风险感知密切相关。 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外界各种客观风险

的主观感受与认知， 不等于风险本身。 本文基于研究团队对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发生于浙江海盐的因垃圾

焚烧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实地访谈， 并结合对杭州余杭 “５·１０” 事件的访问调查， 试图探索哪些

因素影响着公众的风险感知， 并据此提出舆情应对的具体建议。

一、 文献综述

（一） 群体性事件与集群行为

“群体性事件” 一词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一些官方文件中， 随着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显著增

多， 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并研究这一社会现象。 王赐江 （２０１０） 将群体性事件分为三种类型： 基于利益

表达的群体性事件、 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和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事件。［１］

集群行为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ａｃｔｉｏｎ） 最早由心理学家 Ｒｏｓｓ （１９０８） 提出， 它是与处在既定的社会

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 （周晓虹， １９９４）。［２］ 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 社会学家 Ｐａｒｋ 和

Ｂｕｒｇｅｓｓ （１９２１） 首先使用 “集群行为”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一词， 后经 Ｂｌｕｍｅｒ （ １９５１）、 Ｔｕｒｎｅｒ 和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 “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社会沟通

机制研究” （２０１４ＧＨ０１０）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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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ｌｌｉａｎ （１９５７） 以及 Ｓｍｅｌｓｅｒ （１９６３） 的努力， 集群行为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国外学者对集群行为机制的研究由来已久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 及其同事

（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７； 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 ＆ Ｏｅｇｅｍａ， １９８７） 基于个体对参与得失的计算， 提出了社会

运动参与的四阶段模型 （ ｆｏｕｒ－ｓｔｅｐ ｍｏｄｅｌ）。［３］Ｔａｊｆｅｌ 等人认为集群行为机制体现了群体认同过程 （ Ｔａｊｆｅｌ
＆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８６； Ｔｕｒｎｅｒ， Ｈｏｇｇ， Ｏａｋｅｓ， Ｒｅｉｃｈｅｒ， ＆ Ｗｅｔｈｅｒｅｌｌ， １９８７）， 强调群体认同对群体成员参与旨

在提升群体地位或改善群体处境的集群行为之必要性。 Ｓｉｍｏｎ 等人将上述两方面的观点进行整合， 并加

入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的影响， 形成了解释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 Ｓｉｍｏ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 Ｓｔｕｒｍｅｒ ＆ Ｓｉ⁃
ｍｏｎ， ２００４）。［４］集群行为机制的另一种双路径模型由 Ｚｏｍｅｒｅｎ 等人 （２００４） 提出， 该模型整合了集群行

为的众多前因变量， 包括相对剥夺感、 群体认同、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
我国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是集群行为的典型代表。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２０１２） 使用在中国已验

证过的 Ｚｏｍｅｒｅｎ 双路径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触发情境在集群行为机制中的调节作用。［５］ 乐国安等

人在综合多数学者对网络集群行为的解释并结合对现实集群行为认识的基础上， 将网络集群分为两类：
网络上的言语或行为表达， 以及涉及现实行为的群体活动 （乐国安、 薛婷等， ２０１０）。［６］

（二） 风险感知与社会放大

国外对风险感知与社会放大关联的研究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形成了心理学、 人类学 ／ 社会学和

跨学科等三大主要研究进路。 心理学研究进路侧重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 采用心理测量范式， 认为直

觉、 经验思维和情绪与风险的感知和放大高度相关。 最近几年， 心理学的研究进路又诞生出一个分支

———环境心理学模式， 以应对当今复杂的环境风险， 它将认知、 情绪、 潜意识、 社会文化和个体因素引

入到分析变量， 整合了行为经济学、 认知心理学、 文化人类学和心理测量范式的研究精华。 人类学 ／ 社
会学的进路认为风险感知与社会放大是机构、 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社会建构的结果。 跨学科进路整合

了心理学、 社会学、 人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成果， 从建构主义层面描述了风险放大的社会系统， 巧妙

地结合了社会风险扩散的主观与客观要素、 微观与宏观环境变量， 对风险放大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这三大主要研究进路已经就风险感知的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 影响风险感知

的因素可归为风险因素、 信息因素、 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四类； 风险感知的维度可分为最大风险感知

维度、 最小风险感知维度、 未知风险维度和恐惧风险维度。 相比国外繁盛的研究局面， 国内的研究刚

刚起步， 目前还处于国外理论梳理和个案研究的初级阶段。
（三） 社会沟通与舆情应对

近年来， 我国心理学、 传播学与社会学等学科在借鉴国外风险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对环境风

险的社会沟通做了一些探索。 谢晓非、 郑蕊 （２００３） 针对 ＳＡＲＳ 风险， 认为风险沟通的信息传达方是否

能够获得信息接受方的信任， 是双方沟通有效性的关键。［７］谭爽、 胡象明 （２０１２） 剖析了福岛核事故中

政府信息的前后矛盾、 媒体密集的负面报道、 学界对核电安全的争议等风险放大的主要因素， 指出政

府应重视文化与心理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８］随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增加， 最近几年才有少量文献涉

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沟通与舆情应对。 项一嵚、 张涛甫 （２０１３） 揭示了公众对政府风险管理能力

的不信任是宁波 ＰＸ 项目风险放大并最终演化为群体事件的重要原因， 建议大众传媒搭建政府与公众风

险沟通的桥梁。［９］邱鸿峰 （２０１３） 使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重新回顾了厦门 ＰＸ 事件， 认为异地媒体的

不平衡与戏剧化表征以及网民对 ＰＸ 的污名化与语境化是环境风险放大并演化为群体事件的重要机

制。［１０］总体而言， 国内关于环境风险感知的实证研究数量还较少， 对媒介组织、 社交网络、 利益集团、
基层社会组织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风险沟通行为的研究更加罕见， 因而无法对地方政府的风险沟通

与舆情应对提出可操作建议。

二、 研究发现

（一） 垃圾焚烧项目与癌症发病率的联想放大了居民的风险感知

人们时常耳闻身边的熟人得了癌症或因癌症死亡， 如果附近恰有污染工厂 （居民切身感受到污染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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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只是污名化的项目）， 便很容易将两者联结在一起。 被访社区干部告诉我们， 村里并没有癌症发病率

和死亡率方面的统计数据， 只是感觉癌症病人一年比一年多。 癌症病人增加的原因有很多， 如医疗检

测仪器更先进更灵敏导致的检出率更高， 也有可能是饮食、 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问题。 然而， 只要周边

存在污染项目， 特别是企业排放的是公众可以感知的污水、 臭气， 人们自然而然会忽略其他因素， 而

认准环境污染这一 “元凶”。 在百度上输入 “垃圾焚烧”， 显示的都是负面内容， 也就是说垃圾焚烧已

经被污名化， 如果有居民得了癌症之类的疾病， 人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将之与周边的企业污染挂起钩

来。 家住西塘桥街道海港花苑一妇女告诉我们， 嫁到这里以前得了感冒很快就好， 但现在总感觉喉咙

痛， 咳嗽时间也长了很多， 这样的 “挂钩” 让人产生出莫名的恐惧。
（二） “禁言” 使公众的风险感知得以非理性放大， 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

由于种种原因， 垃圾焚烧在发生过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往往被视为 “敏感” 话题。 如在杭州市余杭

区中泰乡， 即便事发已经过去两年， 有关垃圾焚烧的话题仍很 “敏感”。 我们曾通过多种私人关系试图

联系若干乡镇干部进行访谈， 其间有位朋友曾自信满满地要帮我们介绍一位乡镇干部， 但这位 “从小

玩到大的、 从没有拒绝过我的” 的朋友因为 “他们禁止谈论这些内容” 而明确表示拒绝， 就连 “我们

三个人坐下来喝茶私下交流” 的请求也被婉拒了。
垃圾焚烧、 垃圾治理是一项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的民生工程， 本无敏感可言， 然而， 人为的各种禁

令让公众的风险感知反而得以非理性地放大， 并增添了不实信息的传播。
（三） 污染项目的过度集中累积了居民的无奈、 无助和愤怒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毗邻平湖市， 两个县 （市） 各有多家污染企业建在毗邻处， 嘉兴市统筹的一些

污染项目也建在这里。 居民抱怨最大的是附近的国家级化工园区、 污水处理厂和造纸厂。 这些企业有

的不是海盐县的管理范围， 有的是十几年前招商引资引进的。 访谈中得知， 每遇东南风， 所处社区都

能闻到臭味， 夏季尤其明显。 浙江在线曾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报道了位居西塘桥街道的海盐滨海中学师

生因难以忍受附近造纸企业的严重污染而戴口罩上课的情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众多媒体也报道或

转发了这一新闻。［１１］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２０１２） 运用实验室情景设计的方法， 考察了集群行为的前提———群体相

对剥夺， 动力———群体认同、 群体愤怒、 群体效能， 诱因———触发情境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对于西塘

桥街道的居民而言， 他们居住在同一行政区域且长期遭受环境污染之苦， 具有较强的群体认同感。 由

于周边污染企业密集， 对环境的抗争又多年得不到满意的结果， 因而群体剥夺感较强， 在群体中弥漫

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垃圾焚烧项目可被视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情境， 在 “人人都是受害者” 的背

景下， 触发情境本身就足以导致个体参与集群行为。
（四） 微信群使抗议活动更易组织， 愤怒情绪更快传播

事件在酝酿阶段时， 即附近居民得知周边要建垃圾焚烧项目的当日 （４ 月 １２ 日选址论证公示）， 就

有人开始在微信群传播相关消息， 有的人还着手组建 “海盐垃圾焚烧” 的微信群， 传播各种信息， 包

括图片和视频。 我们访谈了一位因参与群体性事件被刑拘后取保候审的年轻人， 他曾被拉入 ３ 个微信

群， 每个群都有 ５００ 人， 群里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图片和视频， 有的人还通过微信现场直播开发区管委会

门口冲突的场面， 并号召大家 “快点” 赶过去参与抗议。
由于临时组建的微信群成员复杂， 信息把关缺乏， 群里充斥着谣言和情绪性语言， 一些人甚至将其

他事件中的警民冲突图片粘贴过来， 还有一些人误传 ２０１４ 年已暂停的杭州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将搬迁到

此， 焚烧产生的二恶英如何如何厉害等等， 加剧了人们的抵触和愤怒情绪。
与微信群传播的强效果相反， 当地官方媒体 （包括自媒体） 并没有对项目情况、 工艺要求、 污染

控制措施、 监测手段、 利弊得失等进行精准的传播与沟通。 选址公示前， 没有通过入户沟通、 开座谈

会等方式了解当地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 致使当地居民有 “被蒙蔽”、 “被欺负” 的感觉， “事情闹大

了才来解释” 是被访谈者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 这种情绪与先前对环境污染的长期不满相叠加， 放大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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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强度。
（五） 信息获取的选择性和 “一闹就管用” 的强化现象具有示范效应

人们对信息的接收、 理解和记忆具有选择性。 我们在访谈中询问居民是否听说过其他地方的垃圾

焚烧项目时， 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知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发生在杭州余杭区的群体性事件， “闹得很大的，
国外都知道”。

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从某种角度可以解释近年来围绕 ＰＸ 项目、 垃圾处理等议题时

呈现出的 “聚众一闹就停” 现象。 一方面， 决策部门应高度重视决策前的科学调查， 避免拍脑袋决策

带来的执行困难， 另一方面也应坚持法治精神和程序规范， 否则 “一闹就管用” 的强化效应不但会影

响公共决策的实施， 也会给一些不当行为带来示范。

三、 对舆情应对的启示

当前舆情研究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即过于关注突发事件、 危机事件、 负面事件， 而缺乏对公

共决策整个过程的系统研究， 削弱了舆情研究服务于公共决策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基于上述实地访谈

研究的发现，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 把群体性事件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

在发生群体性事件后， 不少政府官员变得更沮丧、 更畏惧与群众的沟通， 而不是辩证地看待问题，
将冲突事件视作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 我们曾访谈杭州余杭南峰村的书记， 他认为 “国家的发展

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到位的， 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 不要把 ‘５·１０’ 看成是种灾难， 而要好好把握这个

成本。” “我们不仅是经济富， 理念也要富呀！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把这个垃圾项目做好， 而是要承载

起一个责任， 高标准建设垃圾焚烧项目， 在全国范围内起到引导、 示范作用。”
群体性事件发生后， 重要的是汲取教训， 进一步做好社会沟通， 而不是 “谈虎色变”， 将相关话题

视为敏感内容， 这样反而会增加公众的误解和误传， 放大公众的风险感知。
（二） 慎用警力， 切忌把群众推向对立面

从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不同性质、 不同地区、 不同领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来看， 有些事件存在着遇到

问题让警察打前阵、 把群众推向地方政府对立面的状况。 群体性事件多是人民内部矛盾， 处置群体性

事件必须贯彻慎用警力、 依法处置、 善待群众、 疏导为主的方针， 既保护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 又要

维护好社会稳定， 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
慎用警力， 依法规范警察权力， 这既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是对民众的保护， 也是对公安机关与

政府公信力的保护。 事实上， 一味迷信警力， 试图 “速战速决” 解决民事纠纷， 只能是压制矛盾而不

是解决矛盾， 不仅无助于危机的缓解， 而且容易引爆民怨， 导致危机升级。 当下强调慎用警力对于危

机应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 慎用警力不等于不用警力。 在群体性事件演变成打砸抢刑事案件

时， 应果断出警， 制止暴力犯罪， 控制事态恶化。
（三） 摒弃 “王婆卖瓜” 式的风险沟通模式

过去， 各地政府为了说服当地民众接受垃圾焚烧项目， 除了从道德角度强调公众配合 “政府为民

办实事” 的义务外， 往往还不厌其烦地强调项目技术上的成熟， 并列举国外如何如何。 实践证明这种

“王婆卖瓜” 式的沟通模式效果适得其反。
政府只说垃圾焚烧项目的 “好”， 而群众在政府宣传之前， 已有先入为主的 “坏” 印象。 在风险沟

通中， 政府部门应有理有据地指出， 垃圾焚烧既没有公众想象得那么 “妖魔化”， 也没有之前所宣传得

那样美好无暇。 政府应把垃圾焚烧项目的利弊得失告知公众， 并致力于通过提升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

将危害降到最低， 以减轻群众的不信任感， 获得较好的说服效果。
（四） 加强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公开

政府和企业的公信力源于信息公开。 近年来， 几乎所有垃圾焚烧项目都声称工艺先进， 能将污染控

０５



第 ２ 期 方建移： 公众对环境污染的风险感知与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应对

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 但为何还是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呢？ 通过访谈， 我们了解到有三个不同的原

因： （１） 尽管设备和工艺先进， 但管理上的问题如何处置群众仍然不得而知， 如设备出现故障有何预

案， 如何杜绝偷排？ （２） 企业或政府公布的数据是否准确？ 环境监测数据在不同的季节、 天气、 时段

均可能不一样， 企业或政府公布的数据是 ２４ 小时不间断的实时数据还是只是拿得出手的 “好” 数据？
（３） 一般居民怎么获取数据， 怎么看懂数据？ 有没有中立的第三方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对此， 政府和企业可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发布等平台， 针对各自受众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

信息发布。 目前， 县以上各级政府均已建立集报纸、 广播、 电视、 官网、 微博、 微信等载体的信息发

布网络， 有助于覆盖不同媒体使用习惯的受众。 各信息发布平台可根据各自受众的年龄、 性别、 受教

育程度、 收入水平、 语言习惯、 所属社会群体等特点， 编制政策信息， 提高信息传播的精准度。
（五） 及时让公众感受到环境的改善和政府整治环境的努力

在访谈中， 有少数居民认为近几年周边的环境污染在逐年得到好转。 有基层干部反映， 以前晚上去

污水处理厂附近巡逻气味刺鼻， 但现在臭味已经很小了， 这跟政府的整治决心和企业持续的技改投入

是分不开的。 但怎样让公众感受到环境在改善、 政府在努力？ 如果没有采取通俗易懂、 图文并茂的方

法解读各类环境监测数据的意义及其变化， 普通居民很难感受到周边环境的逐渐改善。
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 一些居民曾通过电话投诉等方式反映环境问题， 但对处理结果不满意， 认为

政府部门的回复大多是套话， 对环境治理的改善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来自开发区管委会的被访者认

为， 老百姓的不满一是政府部门的反馈可能不够及时， 二是反馈的方式可能过于程式化。 一个居民的

投诉可能反映了周边多数人的意见， 因此相关部门在对投诉人进行回复的同时， 宜通过不同传播方式

让老百姓知晓已采取的治理措施和改观成效， 要通过具体数据和进度表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感受到政

府和企业的诚恳和努力。
（六） 媒体报道不能局限于传播知识， 还应关注受众的认知和情感

影响人们对垃圾焚烧项目态度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 还在于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
社会背景、 媒介环境及传播对象， 科学知识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犹如转基因这样高度敏感的争议

性话题， 知识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因为情感和价值因素更主导人们的认知。
人们认知结构中原有的知识经验、 他人的评论以及沟通的方式均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例如

有研究者让被试分别阅读有关碳纳米管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 一周后给被试提供同时包含正面和负

面信息的碳纳米管资料。 结果表明， 原先阅读过正面信息的被试， 往往认为有关碳纳米管的正面信息

为有效内容， 并不认可负面信息。 而一周前阅读过碳纳米管有健康风险这一负面信息的被试， 往往认

为负面信息是正确的。［１２］由此可见， 人们所亲身感受的垃圾异味、 通过媒介获得的国内其他垃圾焚烧项

目的危害以及由此与癌症等发病率的联想， 这些 “先入为主” 的认知成了公众接受垃圾焚烧的巨大

障碍。
我们对 “污名化” 一词并不陌生， 来自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关于垃圾焚烧的 “脏话” 以及人际传

播中对于垃圾焚烧的恐惧， 加剧了公众对垃圾焚烧的风险感知。 有研究表明， 先让被试阅读有关纳米

技术风险与收益的均衡信息， 然后将被试分为两组， 一组接触包含很多脏话的网络留言， 另一组则接

触正常的留言， 结果显示， 前一组被试感知到的纳米技术风险显著高于没有接触脏话的第二组被试。［１３］

美国神经学家约瑟夫·勒杜等研究者对恐惧的神经根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们发现， 在较慢而有意

识的理性与较快而潜意识的情感和本能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 大脑的基本架构决定了人们感觉在先、
思考在后。 诸如群体性事件这样的突发应激状态， 大脑的构造和运作方式决定了人们倾向于凭感觉而

非思考行事， 群情激昂的集群行为往往被非理性所包围。 多项经验研究证明， 情绪是影响风险感知的

重要因素。 如， Ｆｉｎｕｃａｎｅ 通过实验证明： 多数人依赖情绪反应来进行 “启发式” 决策， 因为这比理性分

析更为省时省力。［１４］

社会沟通要接地气， 充满 “文件语言”、 专业术语、 官话、 套话的传播起不到沟通效果， 反而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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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政府缺乏诚意、 藏有猫腻。 正如有研究者让两组没有相关背景的学生阅读实质内容相同的一段有

关纳米技术风险与收益的材料， 一组被试读的内容有很多专业名词， 另一组没有。 结果显示， 阅读专

业名词的那一组学生感知到的纳米风险性更高。［１５］ 该实验给我们的启示是， 只有针对公众的疑问和诉

求， 如每天途经的大量垃圾运载车是否造成交通拥堵、 垃圾散落、 噪音， 焚烧厂的建设所产生的烟尘、
排放的二恶英等有害物质对周边的空气、 水源、 土壤以及对居民的身体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等， 进行

有针对性地解释说服， 才能产生预期的沟通效果。
（七） 充分利用居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热情和智慧

纵观近年来国内发生的与垃圾焚烧、 填埋有关的群体性事件， 大多发生在经济最发达、 环保标准最

严的地区。 这些事件的发生， 一方面反映出老百姓环境权利意识的觉醒，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公众在如

何理性表达民意、 地方政府如何开展有效的社会沟通协商方面， 还存在诸多欠缺和不足。 公众环境维

权意识的觉醒， 正好可以成为垃圾分类和减量化的强大社会推动力。 如果在项目决策前， 做足做实民

意调查与分析， 鼓励公众参与和讨论， 不但有助于达成垃圾处理的共识， 而且有利于建立起政府和公

众之间的信任。
事实上， 公众对于自己参与的决策， 对项目风险的感知更为理性， 也更容易承受决策风险。 认知心

理学家研究发现， 相比自愿承担风险， 当一个人被强加某种风险时， 同样的风险在感觉上更加可怕。
对公众参与决策和管理心存恐惧， 就难以对公众的质疑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说服， 居民的担忧就可能

随着舆论影响力的递增而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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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Ｆｉｎｕｃａｎｅ， Ｍ 􀆰 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１３： １
－１７􀆰

［１５］ Ｓｃｈａｒｒｅｒ， Ｌ􀆰 ， Ｂｒｉｔｔ， Ｍ􀆰 Ａ􀆰 ， Ｓｔａｄｔｌｅｒ， Ｍ􀆰 ， Ｂｒｏｍｍｅ， Ｒ􀆰 （２０１３） 􀆰 Ｅａｓ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ｃ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ｌａｙ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５０ （６）： ３６１－３８７􀆰

［责任编辑： 詹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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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ｏｔ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ｔｙｌ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Ｉ ｉ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 ｖａｃｕ⁃

ｕｍ＂ ｂ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ａｎ Ｔｉ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ｔ 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ｈａｓ ｍｅｔ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ｆａｌｌｅ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ｓｅ ａ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ｍｏ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ｈ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ａｓ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ｗｏ Ｎ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ｉ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ｗａｓｔｅ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

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 ｓ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

ｇｒｏｕｎｄｌｅ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 ｇａｇ”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ｎｌａｒｇ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ａｌ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ｈｅｌｐ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ｔｏ ｂ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ｍ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 ｔｏ ｂ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ｓｃｅｎｅ”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ｍｏｏｔ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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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ｓｕ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ｌ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ｓ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ｃ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ｆｅａ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ｙｉｎｇ ｎｏｔ ｔ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ｍｏ⁃

ｔｉｏｎ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ａ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ａｉ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１９８０ｓ

Ｓｕｎ Ｍｅｉｌ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１９７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ｓ ｓｔｕｃｋ ｉｎ

ｄｏｕｂｔ ａｎｄ ｍｅｔ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ｎ ｈｏｗ ｔｏ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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